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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 1961 年高校“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设置得失分析

莫岳云 何珍
( 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 1957—1961 年设置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是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程的一段插曲。透
视“社会主义教育”课开设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要吸取的教训远多于可借鉴的经验。本文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
教育”课程开设背景和经过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教学的特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设置
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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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
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1］91，新中国成立伊始，高校
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从最初的“中国革命
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简史”
到 1953 年的“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
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
思主义理论课程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从 1957 年起，
为适应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高青

年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高校以一门“社会主义教
育”课取代了原先的四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直到
1961 年，才恢复开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社会主义教育”课是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教学进程的一段插曲，历时 4 年之久，产生过较
大的影响。梳理其教学经过，分析其教学特点，揭示
其成败得失，对于推进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程建设科学化，提高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
背景和经过

1957 年，我国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有其

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一，波匈事件的影响。1956 年 6 月 28 日，波

兰发生工人游行请愿，向政府要求提高待遇和减低

税赋，未得到满意答复，进而演变成暴动，政府出动

了 400 辆坦克和 10000 名士兵方才平息。同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匈牙利也发生了游行请愿并
演变为武装动乱，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

否定。这一事件超出了匈牙利政府所能控制的范
围，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方告平息。波匈事件
的爆发与两国未能处理好国内矛盾有关，这引起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仅仅从 1956 年 10 月
21 日到 11 月 9 日的 20 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
政治局连续召开十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

件。”［2］575从 1956 年 11 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到
1957 年 7 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不
论是高干会议，还是党内指示和重要文章，毛泽东都

反复指出波匈事件的严重性。毛泽东意识到，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仍有各种矛盾，能否正确处理这些矛

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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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
本完成，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

化。但是，党内还有不少人对新形势把握不足，导致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思想作风有所滋长。加上受波匈事件的影响，国
内政治局势发生动荡。从 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间，有 30 多个城市发生了工人罢工、高校学生罢
课事件。农村地区也陆续发生农民闹退社风
潮。［2］569为了改善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
社会主义，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作了全党整风的
部署。但在整风过程中，由于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
派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看得过重，对 1957 年
春夏的国内政治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全国开展了

一场“反右”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230

“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是不够的”“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4］548要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同“右派”
划清界限，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是非问

题，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主

义。
第三，青年学生思想改造的提出。基于对当时

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党中央意识到加强高校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青年学生思想改造

的问题。1957 年下半年，许多重要报刊文章认为，
“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特点之一，就是以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急先锋，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

象，和我们党争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权，企图把知识

青年引入歧途。而知识青年则迷失方向，对大是大
非问题缺乏识别能力。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进行彻底
的思想改造。”［5］116对此，毛泽东强调“不论是知识
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

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

魂。”［4］340他在给周恩来、陈云、陆定一的信中也谈到
要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4］39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 年 9 月 23 日，《人
民日报》发表《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社论，强调
在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6］10 月 21 日，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设立社
会主义教育课程向中央的报告》。11 月 1 日，中共
中央批转此报告，提出: 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
课程，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为了配合“社会
主义教育”课的教学，11 月 5 日，《学习》杂志编辑部
编辑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 一、
二、三编) 》出版发行。［7］34第一编是最低限度的阅读
文件，内容包括: 1956—1957 年中共中央的指示、中
央领导人的讲话、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节选、人民日报
社论、民主人士的文章。如，《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
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郭沫若在一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的发言《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等。第二编是最高限度阅读文件，内容比第一编广
泛，除了第一编没有收录的 1956 － 1957 年中共中央
指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外，还包括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53—1955 年中共中央的决
议，1949 年新华社社论等。第三编是第一编的补
编，包括 1957 年 11 月后中央发表的文件和领导人
的文章。［8］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教
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中经典著作的精神，中国
青年出版社还约请数十位学术研究工作者、教育工
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干部编成《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介绍》和《学习毛泽东同志
的著作》，供学生参考。［9］除此之外，各高校还结合
本地情况分别编写教材。12 月 10 日，高等教育部正
式向高校发出《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
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在全国高校开设“社会主义
教育”课程，原先开的 4 门政治课一律停开。全体
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10］31 － 32学习

内容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为主，重点结合本校大鸣大放期间和“反右”派
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展开学习讨论; 学习时

间为一学年，每周 8 小时( 课内时间不得少于四小
时) ，如感不足，可延长到两学年学完; 学习方式除

了有针对性地讲授和辅导外，还应组织学生进行自

由和充分的辩论，以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按照教
育部的指示，各高校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教研
组”，由校党委书记或校长直接领导，教学计划和具
体安排由党委决定。许多高校领导亲自承担“社会
主义教育”课的专题讲授。经过积极准备，1957 年
底，“社会主义教育”课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起来。
“社会主义教育”课开设的过程中，不少师生持不同
意见。他们认为停开哲学等政治理论课是“莫大的
不幸”。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课只学习党的文件，
纯粹是时事政策的学习，学习内容互相孤立，没有

“科学体系”，不是理论课程。［11］这些意见最初被当
作具有“右派”倾向而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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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开设对于提高青
年学生的政治觉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课程内容

不稳定，系统的理论学习受到了冲击，导致学生的马

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贫乏，引起师生的不满。教
育部意识到这一点，在 1959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今
后高等学校政治课的几点意见》中指出: “政治课是
一门马列主义基础课”，“应当有比较高的稳定性和
系统性，不能老是零零碎碎地学”［12］163，批评了高等
学校政治课的教学忽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现象。
1961 年 4 月，教育部提出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
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0］41，正式规定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
“形势和任务”两大块。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理论课程”在文科各专业设“中共党史”、“马克思列
宁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理、工、农、医
各专业设“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概
论”;“形势与任务”为各专业的必修课程。至此，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只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
程的局面即告结束。

二、“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教学的特点

第一，教学内容与政治形势和学生思想实际相

结合。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课紧密结合当时政

治形势。在整风“反右”斗争中，课程以“批判资产
阶级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为内
容。［13］2021958 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
路线，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学内

容又以“正确认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
心，教师结合社会主义大辩论，对学生进行了“人民
公社是否办早了办糟了”、“全民炼钢是否得不偿
失”、“大跃进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等专题的教
育。［13］255

“社会主义教育”课的教学内容不仅结合政治
形势，还注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人民日报社论
指出，“过去认为高校学生年青，思想单纯，只要进
行正面的系统的教育，不必联系实际来改造思想是

不对的。教师要了解学生，才能争取到发言权，做到
有的放矢，防止把政治课变成空谈。”［6］为了做到
“有的放矢”，授课老师经常深入班级，了解学生思
想。江苏省高校大部分政治课老师不但兼任班级辅
导员和班主任，而且还搬入学生宿舍，与学生同作

息。［14］在授课过程中，一方面，教师针对学生普遍存

在的困惑进行讲授。如针对学生对合作化存在着不
同认识，出现了“实行合作化使农业生产搞坏了、农
民收入低、农民吃不饱”的言论，江西省高校以“农
业合作化是否有优越性”为专题，分别从“农业合作
化是大势所趋还是强硬实施”、“农业生产搞好了还
是搞坏了”、“农民收入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员
的生活改善了还是降低了”、“广大农民拥护还是反
对合作社”5 个问题入手，为学生进行讲解。［15］另一
方面，教师注意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针对性教

育，启发积极的一面，克服消极的一面。上海的经验
是: 要帮助学生解决政治立场问题，必须了解学生的

家庭成员的政治态度和解放前后的经济变化，寻找

学生思想产生的根源。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
生，着重教育他们认清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

义思想的可耻; 对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着重帮

助他们明确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把个人贡献和国家

需要结合起来; 对小商贩家庭出身的学生，需要从开

阔他们的眼界着手，启发他们树立远大理想; 对工农

劳动人民的子女，应注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

他们树立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志

向。［16］

第二，教师讲授与学生争鸣辩论相结合

“社会主义教育”课改变了过去以教师系统讲
授为主的教学方式，采取了教师讲授和学生辩论相

结合的方式，希望通过引导学生表达真实想法，进行

思想交锋，达到明辨是非的效果。许多学校采取抓
典型案例分阶段进行的方法。具体来说，首先是老
师找出学生最关心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辩论的主

题; 接着，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第一回合辩论，了解不

同观点; 针对反面观点，组织班级骨干学习相关文件

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第二回合辩论，统一学生的认

识; 最后，帮助学生进行思想小结，提高学生政治觉

悟。辩论主题，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
“农业合作化问题”; 有高校教学中的问题，如“参加
生产劳动是否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 还有针
对本校教学管理等具体问题。影响最为广泛的要数
“红与专问题”的辩论。对于“红与专”的关系，学生
认识差异很大，各高校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红与专”
问题的辩论。以南开大学数学系为例。当“社会主
义教育”教研组和系党支部了解到学生中对红与专
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后，随即在课堂开展了“红与专”
问题的辩论。在“红和专”哪个更根本、“红和专”有
没有矛盾、“先专后红”道路是否走得通的问题上，
出现了争锋相对的局面。一些学生主张“先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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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多专少红”，认为“业务一年不学十年补，政
治十年不学一年补”，主张在大学四年里，先学好业
务，毕业后再搞政治。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有“一点
红”即红，“红”是容易的，“专是一辈子的事，学无
止境”。许多学生则认为，“先专后红”和“多专少
红”是“一丘之貉”，都是不对的，“背弃了社会主
义”。有的学生则说，“一点红”论者便是“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中间派，本质上

是个人主义的”。辩论最后，校副教务长作了红与
专问题的总结报告，着重指出政治是根本，先专后红

或只专不红是危险的。只有又专又红才符合全面发
展的要求。［17］

尽管“红专”辩论轰轰烈烈，但学生却没有从辩
论中真正认识到“红”与“专”的关系，存在着把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对立，过分强调“红”而忽
视“专”，甚至将“红”、“专”对立起来，认为‘专’就
是‘白’的代名词，‘专’必然成为实现‘红’的 障碍
等错误认识。在这种认识下，将那些埋头搞业务的
知识分子以及在辩论中发表“只专不红、少红、先专
后红”等观点的学生当成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加以批判，最后演变为针对知识分子的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清华大学在“红专”辩论后
展开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共插了 500 多面
“红旗”，而被拔掉的“白旗”不计其数。［18］234

第三，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变

青年学生关门读书，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

“社会主义教育”课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劳动教育。劳动教育被视为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常性展
开。学生参加劳动的方式主要有: 一是参加地方建
设事业; 二是到校办工厂参加劳动; 三是参加校外公

益劳动。例如，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系学生承担了为
北京市设计包括密云水库在内的 17 个水库的任务。
在缺乏水文、地质、水土保持等资料的条件下，深入
实地调查，最终完成了容量达 68 亿方的水库设计工
作，提高了自身的专业能力。［18］240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系师生到门头沟煤矿、石景山钢铁厂和灵水老区
进行劳动锻炼。他们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农的情
况，在劳动结束后，编写了工厂、矿山和老区农业社
的历史。［18］243 － 244最初，一部分学生不赞成参加生产

劳动，认为学校是培养脑力劳动者的地方，参加体力

劳动没必要，甚至觉得和“黄泥巴脚杆子”的农民、
满身油渍的工人混在一起，有失“体面”。各高校通

过开展各种活动对学生进行劳动思想教育。首先，
结合学生正在从事的劳动，教育他们认识劳动的价

值，改变轻视体力劳动的看法。其次，组织同学访问
工人、农民，请工农讲土地改革前和农业合作化后的
变化，使广大师生了解农民当前的生活情况，体会劳

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最后，通过举行展览会、总结大
会等形式，使学生看到自己在劳动中的收获，进一步

加深对劳动的认识，提高对劳动的热情。
随着 1958 年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大炼钢铁厂

及教育革命的发展，全国高校掀起了“教劳结合”的
高潮，生产劳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学生的劳动

时间急剧增长，甚至用生产劳动代替了学习，严重地

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据浙江日报报道，浙江大
学学生参加劳动时间过多，耽误了读书。之前图书
馆每天借出图书 1500 多册，这段时间，每天仅借出
200 册。［19］某校中文系 58 级学生统计，大学 3 年有
效学习时间为 849 天，教学仅占 378 天，其他时间被
生产劳动、政治运动占用。［20］305

三、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
得失分析

1957 － 1961 年“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开设之得
主要有三:

第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

觉悟。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课的学习，广大青年学
生从观望到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进
了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内心拥护社会主义，明白了政

治是灵魂，改变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
书”的想法。他们积极加入党、团组织，为成为共产
主义接班人而深感自豪。例如，厦门大学团员数从
1956 年的 1632 人，发展到 1959 年的 2148 人，团总
支由 11 个发展到 17 个，支部由 97 个发展到 125
个。［21］广大青年学生把个人命运同祖国前途联系起
来，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建设农村，开荒拓野，铺路架桥，建立工厂，贡

献自己的才学。1958 年是解放以来高校毕业生最
多的一年，共 79000 多名。这些毕业生都表示百分
之百地服从祖国分配，喊出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的口号。［22］这一时期的青年
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思想、改变祖国贫穷
落后的强烈责任感和以振兴民族和国家为目标的自

我奉献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培养了青年学生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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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奋斗作风。参加生产劳动，不仅提高了青年学生
的生产知识和劳动能力，支援了工农业建设，为国家

创造了物质财富; 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改变了青年学

生的劳动观。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待劳动的态度变
了，从不愿意劳动到热爱劳动。深刻地理解了劳动
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历史的观
点，对劳动的看法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变
成了“锄头加笔杆，劳动最光荣”。其次，对待劳动
人民的感情深了，从过去看不起工人、农民，转变到
向工人、农民虚心学习。1957 年北京大学组织哲学
系学生到黄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民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在离开黄村时，农民十里相送，挥泪
而别。1958 年 6 月，当得知黄村人民公社出现了小
麦丰产田，学生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7 月，公社
受到涝灾，学生们纷纷要求参加抗灾。［23］再次，通过
参加生产劳动，劳动自觉性增强了，对劳动成果学会

爱护了，懂得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
第三，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方法。在

教学过程中，提倡讨论和辩论，不但活跃了政治学习

的空气，打破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课沉闷的局面，而

且“克服了过去学校政治教育存在脱离革命实际和
学生思想实际的缺点，为革新政治课找到了具体途

径。”［13］215首先，通过课堂讨论和辩论，教师更加清
楚地了解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

教学，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 其次，经过鸣放

争辩，学生们集思广益，互相启发，锻炼了自身的独

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达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的目的。再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辩论，“社
会主义教育”课堂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提高
了青年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对于这种教学方法，许
多老师都觉得这是“一种群众教育群众的自我教育
方法，它最能解决学生思想问题，提高学生觉

悟。”［24］

1957 － 1961 年“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开设之失
有四:

第一，教学目标“泛政治化”，忽略人的全面发
展。政治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客观存在
的。但是，人的政治品质的获得只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标之一，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只是政治教育，

而是“涵盖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
育诸内容要素的系统。”［25］265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
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是必要的。
但在建立新制度后，就应该转向为人的全面发展进

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当时受“波匈事件”和

反右斗争的影响，把主要矛盾错误估计为敌我矛盾，

因而把“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当作反右斗争的组成
部分，强调“这不仅是一堂课，还是一场尖锐的政治
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6］以临战状态强
化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呈现出“泛政治化”的特
点。一位学生事后的回忆反映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
课“泛政治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第一，在我们头
脑中确立了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观念，使我们时刻

要求自己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第二，养成了我们用
阶级斗争的框子去套用任何事物。［26］75 － 76在“政治
挂帅”的思想政治教育下，缺少社会经验和独立思
考能力的青年学生接受了这些充满革命情绪的教

育，养成单纯以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事物，不

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
析社会现实问题，仅凭良好的愿望、高昂的热情而无
理性的思考，就容易导致许多荒唐、错误的行为来。
“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的表现即是明证。
第二，理论教育内容“碎片化”，忽略系统性。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系统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教育”课紧扣政治形势和学生的思想实
际进行讲授是对此前政治理论课脱离实际的教条主

义倾向的改革，但又过于注重结合形势而导致理论

教育系统性不足，表现在: 取消了四门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内容的安排完全取决于社会政治的需要，跟

随频繁的政治运动而变换，理论教育内容呈现“碎
片化”特征。例如，1957 年，为了整风和“反右”派斗
争的需要，“社会主义教育”课的内容以“反对右派
斗争”为中心。1958 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的提出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兴起，教学内容又转向

“正确认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教育。具
体专题也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设置。显然，“社会主义教育”课已成为应
付形势需要的应景之物，一些基本理论和科学认识

事物的基本方法，未能贯穿于教育内容的始终，出现

了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教育内容的零碎和肤浅，
使“社会主义教育”课失去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厚
实的思想根基。
第三，课堂辩论中强调思想批判，忽略说服教

育。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为有针对性地进行思
想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对思想转变
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辩论过程
中，过度注重思想批判，忽略了说服教育。表现在:
一是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缺少理性的启迪和

“润物细无声”的细致。许多学校为了形成高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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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局面，乱提口号，写决心书，贴大字报，如“半年
内清除自私自利思想”，“一年内全部青年入团，一
半以上的团员入党”等，力求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
思想的一致。针对红专大辩论，上海高校在短短一
个月内就贴出近 10000 张大字报，举行了 1000 多次
座谈会。［27］这导致学生的心理过度紧张，学习压力
大。二是滥用批判和斗争，导致了批判面过宽的局
面。对学生辩论中出现的问题，“无论大小都要上
纲上线到政治原则，深挖阶级根源”。如一些学生
对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
“时事政策”课，学习内容不是系统的理论，要求重
开四门理论课，就被当作错误思想遭到公开斗争，被

迫写检讨。一些喜欢读书但不常参加集体活动的同
学，被批成走“白专道路”，强迫其在短时间内成为
“又红又专的马列主义者”，造成学生不敢读书的反
常情况。［7］71据高教部统计，1958 － 1961 年高校学生
约 100 万人，其中在辩论中被批判和受处分的占
15%。［28］601958 年，武汉高校学生共计 3196 人，在红
专辩论中受重点批判的 319 人，占 10%。［29］137这种
压服式的教育方法，致使许多学生不敢提意见，不愿

敞开思想，最终辩论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
是对辩题出现一边倒的趋势，只谈取得的成绩，不谈

存在的问题; 另一种是出现宁“左”勿右的心理，认
为“左”了没什么，右了不得了。这种教育方式严重
窒息了青年学生个性的生成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第四，强调生产劳动，轻视系统的课堂教育。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科技发

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观点。
但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教劳结合”的理
解存在偏差。首先，把是否参加劳动当作革命与否
的“试金石”。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就
不可能彻底改变世界观，就谈不上又红又专。”［30］把
学生愿不愿意、能不能够做劳动者，作为有没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最重要标志，这直接导致学校把开展生

产劳动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其次，强调通过劳动获
得直接经验，忽视了系统理论知识的价值。在“生
产劳动即教育，学校即工厂，工厂即学校，车间是最

好的课堂，田间是最好的课程”等口号下，模糊了教
学活动与生产劳动、直接经验与理论知识的联系与
区别，过分强调生产劳动中获得感性知识的作用，冲

淡了教学活动中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漠视

理论知识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价值。把如何对待体
力劳动当作世界观问题，更把单纯参加体力劳动当

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正是这种理解偏

差，导致许多学校过度地办工厂、农场，过多地组织
师生参加劳动，影响了正常的课堂教学。
简短的结论: 1957 － 1961 年高校开设的“社会

主义教育”课程，担负着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重大任务。它的开设，对于帮
助青年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

律，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有重要的意义，也有

一定的成效。但在教育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左”的
色彩: 教学内容随政治形势的发展而随意变动，忽视

系统性的知识教育; 将课堂辩论中出现的不同认识

等同于政治问题，开展了过火的批判; 再加上片面理

解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原意，“以劳代教”，不
但冲击了系统的理论学习，造成了学生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知识的贫乏。更严重的是，在学生中形成用
“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问题的惯性，缺乏理性分析
能力。而没有理性的政治热情容易导致青年学生的
疯狂举动。透视“社会主义教育”课开设的历史过
程，不难发现，需要吸取的教训远多于可借鉴的经

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
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主义信念的树立也有
一个渐进的过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的
设置与教学的开展，需要正确处理好政治性和科学

性、课堂讲授和社会实践、理论灌输与说服教育的关
系; 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

特点，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引导青年学生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快餐式
的、压制式的、运动式的教育方式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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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Gain and Loss of“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cialism”
Opened during 1957 to 1961

MO Yue-yun HE Zhen
( Colleg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cialism of 1957 to 1961 was the episode in the process of Marxism theory edu-
cation in universities． By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
cialism，we gained a lesson more than experience which we can make use for refere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cialism，analyzes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I-
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cialism，and finally explains the gain and loss of sett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cial-
ism．
Key word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s; gain and loss


